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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与建议

任弼时批评官僚主义
□ 王黎锋

任弼时在党的组织工作尤其是干部队

伍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

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培养优良作风，坚决

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对

党的建设工作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1943 年 1 月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

任弼时在演讲中指出：在领导作风问题

上，党也好，政府也好，军队也好，群众

团体也好，存在着一个相当普遍的严重缺

点，就是党所决定的正确政策，有些地方

不能贯彻下去，不能保证这个政策百分之

百的实现。这种情形，固然由于过去党内

思想上的不完全一致，同时和干部的文化

水平太低，限制他们对于问题的了解，也

多少有些关系。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必须指出，就是官僚主义倾向在那里

作怪。

在他看来，官僚主义倾向主要表现

在：一是在制定工作计划之前，并没有经

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并不是从实际的可能

条件出发，并没有依据群众的需要和觉悟

程度，而是凭着自己脑子里的想当然，凭

着一种大概的估计而制定出来的。二是对

上级的指示和决定，没有认真地加以研

究。三是当执行某种决定，进行某种工作

时，不很好地采取说服教育的精神向群众

解释，反而滥用摊派和强迫命令一类的办

法。四是有了一个计划也是摆样子的，不

去组织执行，更不去按期检查执行的程

度，而一味醉心于许多不执行的计划，东

也计划，西也计划，形成一种文牍主义、

形式主义。这就是固临县委组织部长说的

“在桌子上跳舞”，因为他只是在办公桌上

写计划，却没有考虑到计划可不可以行得

通以及如何才能行得通。

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地理解，任弼

时还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 “在桌子上跳

舞”之类的官僚主义表现。比如，边区经

济建设问题，西北局在 1941年 12月已经

做出决定并送发到各个地方。但这个决定

没有普遍引起各地党部的注意，或许有些

党部根本没有讨论它，或许有些党部随随

便便讨论一下。比如，过去办合作社、办

学校等，由于工作方式不对，本来是于群

众有利的，群众是会欢喜的、赞成的，却

反而变成群众不欢喜、不赞成的，反而使

群众不满。比如，极少数的官僚主义化了

的分子，他们虽是出身于工农群众，虽然

也知道群众的苦难和要求，但他们已经染

上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不仅不好好地

为群众办事，反而企图爬到群众的头上，

假公济私，利用自己的地位去发财致富，

这些人“脑子里装满了法币”，因此就可

以贪污，可以作恶，可以无法无天。

任弼时认为，产生官僚主义倾向的

根本原因，在于与群众脱节，不是真正关

心群众，不是把群众中所发生的问题、所

迫切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出来用具体的办

法加以解决。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问

题的具体措施，“像这种官僚主义的坏作

风，是应当开展群众的斗争来反对的。像

那些极少数思想上已经蜕化了的官僚主义

分子，是必须从政府、军队和党的机关中

排除出去的”。“不然，我们新的工作作风

是无法建立起来的。”

任弼时批评“在桌子上跳舞”为代

表的官僚主义，为边区政府建立正确的领

导方法，培养新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提

供了具体指导，解决了当时领导干部中一

些带共性的认识问题，对于今天党的思想

建设和组织建设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

从四次“转折”看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定力

□ 肖裕声

回溯中国共产党 95年的奋斗历程，每逢

重大节点、关键时刻，总有一大批极具政治定

力的共产党员为我们党站台压舱、抗风拒浪，

保证党的事业顺利涉险度难。党和红军在长征

前后之所以能够迎来四次“转折”从而走向胜

利，就得益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

人的强大政治定力。

生死攸关转折点：遵义会议

1931年 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左”倾

冒险主义路线在党中央开始占据统治地位，毛

泽东逐渐被排挤出核心决策层。在红军长征的

初期，毛泽东也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

但他并没有终日自怨自艾，而是在行军中积极

思考着使党和红军摆脱当下困境的出路。当

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均因身体有恙而

坐着担架行军，每当休息时，三人的担架常常

被放在一起，这就让他们有了更多深入交谈的

机会。毛泽东向张闻天和王稼祥表达了自己的

看法：党和红军要想转危为安，必须首先改变

最高军事指挥“三人团”所执行的错误军事路

线。他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思考以及对红军战

略方针的分析，逐渐赢得了张闻天、王稼祥的

认同。1934年 12月 20日，军委纵队到达贵州

黄平，在一片橘林中休息时，张闻天和王稼祥

的两副担架被放在了一起。他们两人议论当前

的形势，一致认为毛泽东关于红军前途的分析

判断是正确的，毛泽东打仗有办法，党和红军

应该请毛泽东出来领导。当天晚上，两个人就

将商议结果分别致电告知了彭德怀及其他领导

同志。这些开会前的“个别酝酿”及“通气吹

风”，为党之后纠正自身的左倾路线错误奠定

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1935年 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

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集中解决了党

和红军当时最为关键的组织领导问题和军事指

挥问题，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犯的错误进行

了尖锐的批评。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

治局常委，将毛泽东重新纳入核心决策层，实

际上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

位。这次会议的决定深刻影响了党和红军的前

途命运，成为党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曾把毛泽东与张闻

天、王稼祥的努力戏称为 “担架上的‘阴

谋’”。然而，正是这个“阴谋”，最终挽救了

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于一条

没有方向的航船来说，哪个方向刮来的都只是

逆风。在受排挤的人生低潮期，毛泽东等人既

没有心灰意冷，也没有随波逐流，更没有作壁

上观甚至于改换门庭，他所做出的一切努力，

都彰显出他因坚定信仰和坚强信念而生、不因

个人荣辱利益而移的强大政治定力。正是这种

定力，让党和红军重新走上了正确的路线，于

低谷处迎来了新生。

赢得主动转折点：四渡赤水

遵义会议后，经过整编和短暂休养的中央

红军一渡赤水到达云南扎西。此时，敌军主力

尾追而行，造成黔北地区的兵力空虚。毛泽东

提出红军应回师东进，趁黔北敌军空虚之际二

渡赤水、重占遵义。在遵义地区的作战中，红

军以三万之众，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虏近

3000 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及其他给养。

遵义大捷是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失利

的情况下，乃至整个长征途中所取得的最大一

次胜利，有力重振了全军的士气，连蒋介石也

不得不承认这是追击红军以来的奇耻大辱。

遵义大捷以后，红一军团军指挥员向中央

发电提出攻占黔西商贸名镇打鼓新场的建议。

但毛泽东却根据最近破译敌军电报，推断敌军

已准备向打鼓新场集结。由于不少领导人都赞

同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双方由此引发了较长

时间的激烈争论。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

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争论的结果还是同

意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负气离开会场，会议

随后表决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虽然出于一时激愤而辞职不干，但毛泽东

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努力，他在这天深夜提着马

灯出发，决定再找周恩来争取一下。二人交流

过后，又一起去找朱德进行详细讨论。第二

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县枫香镇的苟坝召

开会议，正式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事实很

快证明，毛泽东的军事预见是正确的，红军避

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失败。这次会议同时成立

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新“三

人团”，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

军中的领导地位。其后的半个多月内，在毛泽

东等人的领导下，中央红军先后完成了三渡、

四渡赤水，继而强渡乌江威逼正在贵阳督战的

蒋介石，待蒋将滇军调来“救驾”之际又向西

直插云南，趁敌回援造成金沙江防线空虚之时

越江北上，最终将几十万追兵甩在南岸，从而

赢得了战场的主动权。

“四渡赤水”被毛泽东视为一生之中的得

意之笔，但这一行动在当时并非得到全部人的

理 解 与 认 同 。 四 渡 赤 水 的 最 大 特 点 就 是

“走”，即在“走”中调动敌人、寻找战机，进

而跳出包围圈，重新赢得战场的主动权。可

“走”必然使部队疲惫不堪，也不可避免地绕

了许多弯路。当时有一些红军官兵不理解甚

至对此大发牢骚，认为毛泽东的指挥就是走

“弓背路”，不会走捷径，导致部队疲劳至

极、苦不堪言。有的指挥员情绪比较过激，

甚至给中央写信，要求取消毛泽东的指挥

权，闹出了一场会理会议风波。但毛泽东并

没有因为个人所遭受的误解和压力就放弃事

关全局的战略部署，更没有因敌人的重重包

围而张皇失措，他始终紧抓“跳出包围圈”

这个根本战略目的，通过积极主动而不是消

极被动的“走”，最终冲出了敌人的重兵包围

圈，既为历史留下了一段“四渡赤水出奇兵”

的战地传奇，也让后人看到了那一代共产党员

的政治定力与大局担当。

遏止分裂转折点：先行北上

1935年 6月，红一方面军 （中央红军） 和

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历尽艰险的

两军将士相见后分外高兴，纷纷互赠纪念品、

召开联欢会、讲述征战经历，整体气氛十分融

洽。然而，当张国焘看到中央红军不过是一支

仅有不足万余人且装备补给条件都十分差的疲

惫之师，与自己手下率领的八万之众、兵强马

壮的四方面军完全不能相比之后，其个人的政

治野心一下子膨胀起来。他借口“统一指挥的

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

决定，反而执意展开南下计划，实际上就是想

以此来要挟中央，向党伸手要权。党中央在拒

绝张国焘无理要求的同时，也从维护大局的角

度出发，对张国焘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同

意让其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但张

仍感到不满足，继续在暗中从事分裂党的活

动。9月8日，他电令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驻

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他们转令军委纵队移至

马尔康待命，如其不服从，则将其扣留。9月9

日，张国焘再次发电，要求右路军南下以“彻

底开展党内斗争”，党和红军随时可能坠入组织

分裂、手足相残的黑暗深渊之中。

面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毛泽东和其他领

导同志经过紧急协商后，一致认为说服或等待

张国焘率部北上非但没有可能，再拖下去则极

有可能会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中央因此决

定，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红三军和中央军

委纵队一部迅速离开驻地，先行北上。如此一

来，既能够避免红军之间发生无必要的流血冲

突，也使得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力量得以保

存；而先行北上的成功实践和南下计划的受挫

事实，使广大红军官兵，尤其是红四方面军官

兵逐步认清了张国焘的错误及其图谋分裂党和

红军的本质，为日后实现全军的集中统一指挥

进一步扫清了障碍，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党

指挥枪”这条人民军队的根本建军原则。正如

毛泽东在1937年 3月的延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议上所指出的那样：“ （张国焘） 要用枪杆子

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

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

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

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

南下失败的红四方面军最终还是北上与中

央红军汇合，而张国焘则于抗战开始后叛逃至

国民党方面，全国解放前夕又逃往海外，最终

病死于加拿大。曾经的中共一大代表，最终却

沦为流亡海外的叛徒，在历史大潮中浮沉一生

的张国焘，最缺乏的正是那种心向信仰、不慕

权势的政治定力。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央红军

中那么多领导同志，没有一个被张国焘的枪杆

子所吓倒，更没有人因此而与之密谋串通、卑

躬屈膝，而是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旗帜

鲜明的坚决斗争。而红四方面军中的不少同

志，也没有因张国焘是自己的上级而轻易动摇

立场。中央红军先行北上之后，当有人请示徐

向前“打不打”时，他就明确表态：“哪里有

红军打红军的道理！”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体

现的正是一名共产党员在政治风浪袭来时的如

磐定力与清醒头脑。

全民抗战转折点：西安事变

1936年 10月 22日，历经千难万险、跨过

无数坎坷的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

台堡会师，宣告了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

征的最终胜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国共内战

已经彻底结束，相反，此时的陕北根据地可谓

三面受敌，蒋介石正期待着将这里变成共产党

和红军的全军覆没之地。而此时，距1931年的

“九一八”事变已然过去了整整五个年头。在

这五年期间，日本不但侵占了东北三省全境，

还先后与中国军队在上海 （“一·二八”事

变）、热河 （长城抗战）、察哈尔 （多伦抗

战）、内蒙古 （绥远抗战） 等地进行了多次作

战，并在其侵占地区内成立了“满洲国”“冀

东防共自治政府”“察哈尔盟公署”“蒙古军政

府”等傀儡政权，以期达到在掩人耳目的同时

逐步分裂、蚕食中国的险恶目的。而此时的蒋

介石依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

策，在对日问题上一再妥协退让，不仅使中国

丢掉了战略价值极高的东北四省 （黑龙江、吉

林、辽宁、热河），还让日本军队堂而皇之地

进驻了淞沪重镇和华北腹地，把刺刀直接抵到

了中国人的胸口上。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1936 年 12 月 12 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

发，世人的目光一瞬间都投向了这座西北古

都，猜测着中国时局的未来走向。

在听闻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之后，毛泽

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从全民族抗战的大

计出发，认为杀蒋只能使中国再度陷入军阀割

据的混乱局面，而这样的中国更加无法抵挡日

本的入侵，只能被敌各个击破。中国共产党人

的政治定力与政治敏锐性，在这一刻又得到了

充分的体现。其实，早在 1935年 12月 17日的

瓦窑堡会议上，中央就已经深刻指出当前中国

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必须建立最广泛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爱国者将日寇

赶出中国。因此，周恩来飞赴西安，积极参与

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中去，不仅成功化

解了这一局面，还为日后国共合作抗战做好了

铺垫。正如毛泽东所评价的那样：“西安事变

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半年后，

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虽然许多曾经

的军长、师长都降级成了团长、营长，虽然大

家要将心爱的红五星从帽子上摘下，但全体将

士始终坚守自己的政治信仰，在党中央人民战

争路线的正确指导下，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战

之中，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伟大的民族解放事

业。

清代郑板桥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 《竹

石》：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

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不惧四风、

坚劲不折的岩中竹，正是“定力”二字的最好

诠释。而对于今天的共产党员来说，在任何时

候都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共

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在任

何情况下都始终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坚守自

己的党性修养，如此方能获得如岩中竹那般坚

劲的政治定力，真正成为一名讲政治、有信念

的合格党员。

□ 本报记者 龚 克

在我国新闻史上，有一位新闻工作者是同

“重走长征路”和长征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他是我国唯一完全按长征原路、同样用时368个

日夜走完 25000 里的记者；也是先后在多位向

导、医生等一起徒步、签名见证下，每天完成一

篇见报稿件的记者；他是对很多被尘封的长征历

史进行挖掘整理、正本清源的记录者；他还是发

现问题、反映问题并督促解决问题的新闻职业精

神的彰显者。他的荣誉不是曾任《经济日报》常

务副总编辑，也不是连续两年获得中国新闻一等

奖，甚至不是在他走出草地时中央军委给他发来

贺电，而是他第一次用新闻的笔触将长征的每天

情景再现，用职业的忠实和对历史的虔诚，剖析

什么是长征的真实起因，什么是长征精神，什么

是血肉相依，什么是共产党的宗旨。

他的名字叫罗开富。

10月 19日下午，中央党校报刊社荣幸地邀请

到这位新闻界的前辈。在报刊社一楼会议室，75

岁的罗开富，用大量的史实、生动的事例，以问

答的方式，讲解着伟大的长征、解答着我们的

追寻与思考，述说着共产党与人民的鱼水深情。

罗开富说，他自幼受革命传统教育，无论是

在部队还是转业到地方工作，都在红军长征经过

的省份或战斗过的沿线。永远的红军，不朽的长

征，已融入到他的血脉中，深入到他的骨髓里。

尤其是他知道，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多半是青

春年少的娃娃，他们热血传奇的故事和为信仰献

身的精神，使年轻的罗开富血脉贲张，涌起弘扬

长征精神的热望。他知道，唯有传承，才是最高

的崇敬、最忠诚的纪念。但遗憾的是，长征当年

那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未能以新闻的形式报

道。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铁肩道义，家国情

怀，共同推动着罗开富走上了迢迢万里长征路，

写下了长篇系列报道《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

罗开富把长征之行当成一件神圣的使命来完

成。行进中的每一个节点、每一个时段，都以史

实为依据做了精心策划。每到一地，他都查阅、

收集大量史料，走访长征的亲历者、见证者、当

地的党史工作者，他的执著和考证记录，填补了

很多党史研究上的空白。

罗开富最常讲也是最爱讲的故事，是徐解秀

和她的半床被子的故事。每每讲到这里，罗开富

都泪眼模糊，因哽咽而不能成语。他说，重走长

征路，对我而言，是一次精神洗礼，也使我感受

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我要用事实告诉人们，共

产党、红军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

穷苦百姓的人。

在报刊社，罗开富再次讲起了这个故事。

1984年 11月 7日中午，我走到湖南汝城县沙

洲村。一进村，就注意到有一位裹着小脚的老人

不远不近地跟着我，我看得出她想跟我说些什

么。后来，当我有时间时就去拜访了她。这位老

人叫徐解秀，50 年前的昨天晚上，3 位女红军和

她睡在厢房里，4 个人盖着她床上的一块烂棉絮

和一条女红军自带的被子。第二天下午 3 点多，

红军要开拔了，3 位女红军把她们仅有的一条被

子剪了一半给她。她不忍心，也不敢要。3 位女

红军对她说：红军同其他当兵的不一样，我们是

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的军队，打敌人就是为老

百姓过上好日子。

徐解秀和丈夫朱兰芳送她们走过泥泞的田

埂，到了山边时，天快黑了。她不放心，想再送

一程，因为脚小走路困难，丈夫就和她讲好让她

先回，自己送她们翻山追上大部队后就回来。谁

知道丈夫当天没有回来，跟 3 位女红军一样，从

此没了音讯。年年这几天，她都要在与丈夫和女

红军分别的山脚下等好久。

她问我：“你能见到红军吗？”我说：“能见

到。”她说：“那就帮我问问，她们说话要算数

呀，说好了，打败敌人要来看我的呀！”她说到

这里，脸上已流下了泪水。

老人说：“你们说，一条被子能剪下半条给

穷人，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人！她们上山时，还

在一步三回头地对我说：大嫂，天快黑了，你先

回家吧，等胜利了，我们给你送一条被子来。现

在我已有盖的了，只盼她们能来看看我就好。”

多好的老人呀！什么叫生死相依？什么是鱼

水深情？什么是长征胜利的精魂？答案了然分

明。

有人说，罗老师，在广西，刚启程时你的

腿就摔骨折了，还有几次都是生死命悬一线！

你不觉得苦吗？你不害怕吗？罗开富回答：

苦，但同红军的缺吃少穿又算得了什么？怕，

这个真没有。除了天上没了飞机大炮，地上没

了追兵冷枪，还因为长征精神早已融进了我的

血脉。我忘不了红军英勇杀敌的战场，忘不了

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血战，更忘不了宁可

绞肠牺牲也绝不当俘虏的陈树湘师长。这些都

是我的精神和力量之源。危险，确实遇到了不

少。我爬夹金山时刚到海拔 3500多米处，由于

体力不支、空气稀薄，昏昏沉沉不知不觉就跌

坐在冰水中，要不是解放军军官杜宝玉及时发

现，把我拖出来，后果不堪设想。最后一座雪

山是打鼓雪山，下坡太陡，我不慎滑倒，滚落

30 米，是先下山的 5 位藏族向导，在半山腰设

置了拦网把我接住的。

罗开富说，最为危险的一次是1985年 8月 17

日，那天我和 7位藏族、羌族向导以及 2名发报

员全都陷进了日干乔沼泽地的泥潭。在这危难关

头，牦牛的惊恐救了我们——因为牦牛腿短，没

陷多深就被泥水呛了鼻孔，乱挣乱蹦起来。一名

向导抓着牛尾巴，被顺势扯了上去，然后他又将

众人救出险境。唯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藏族向

导阿布索在担任向导期间，右手大拇指粉碎性骨

折，留下终身残疾，让我至今感到愧疚。

“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

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两个多小时的

报告结束了，但报刊社的全体同仁们似乎依然

置身于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沉浸在崇高的理

想、坚定的信念、一路向前的氛围之中……

“半条被子”见证鱼水深情
——罗开富在中央党校报刊社讲党课


